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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 许多国家都将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
战略举措，并纷纷提出有关行动计划，如德国的“卓越
计划”、韩国的“BK21 工程”、俄罗斯的“联邦创新型
大学计划”、日本的“21 世纪 COE 计划”等。 近 20 年
来，我国政府相继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我
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迅速缩小。在
近年来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进入了全球 50 强； 在英国 QS
教育集团近年来的“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我国
大陆都有几十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 400名，在
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无疑将加速
推进我国若干所大学、一批学科步入或者接近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行列，而一些著名的世界一流大
学排行榜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 因此，在未来的
若干年内能在世界顶尖大学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是
我国“双一流”重点建设大学的奋斗目标。 对此，我们
既要看到世界大学排名及其指标体系合理性的一面，
发挥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社
会对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更多的是
对其学术声望与社会地位的整体评估，而不是对被排
行榜所肢解的若干指标的评价。本研究在对世界一流

大学排行评估的方法论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世界一流大学排行应回归学术品质导向。在“双一流”
建设中，大学的一些外在可操作性测量指标要达到世
界前列，可能较易实现，但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品质，
则是大学的长期追求。回归世界一流大学排行的学术
品质导向，对我国“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教育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主要是社会中介机构、商业机

构的排名， 目前有关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多达 40 多
个，最为有名的有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
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USNews世界大
学排名和 QS世界大学排名等。 大学排名是一种审计
文化，也是一种国际高等教育的问责运动。 合理利用
这些排名，大学可以塑造自己拥有高质量或者拥有国
际标准的形象，鉴别自己是否属于世界一流大学或者
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或者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
专业。 2013 年，为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
随后宣布未来 10 年每年给予 20 所研究型大学 20～
40 亿元的资金支持。 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大学
提升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暴露出的国际化和引用

率两个弱项指标［1］。
大学排名体制无疑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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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名校马
来亚大学， 在没有任何真正绩效质量下降的情况下，
在 200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里下降了 80个位次，
结果导致了校长的替换和大学的尴尬［2］。 很多优秀的
大学并没有出现在世界 500强的大学排名榜里，他们
在持续应对放之四海皆准的排名方法论，如斯洛文尼
亚的马里博尔大学、埃及开罗大学、冰岛大学。世界一
流也变成了西方化的同义词，就是向西方看齐，结果
是都模仿西方而不是发展自己的特色［3］。 排名也影响
到政府对资金的分配，在英国和新西兰，基于绩效的
资金分配与奖励已经实施。 此外，排名还影响了学生
的入学选择，大学因此也极力采用排名机构的政策和
策略优化自己在排名榜中的位置。
世界大学排名体制把大学引向了一个国际竞争

的市场，促进了大学知识生产的个人主义、标准化、商
品化和同质化的价值观渗透。 ①就个人主义而言，排
名促使个人之间或者大学之间相互竞争，很多国家的
大学学术生活里开始充斥着市场本位的价值观，教师
们为争取更高职位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不再花费大
量时间去一起研讨，集体空间几乎消失。 ②标准化是
高等教育问责运动的标志，通过单一化的关于大学卓
越的质量定义，不同使命与背景条件的大学能够在评
估中进行相互比较。 为了可以比较，现在的大学排行
都过于依赖文献计量学数据，这种排名机构界定的质
量也因此主要是指教师们的出版数量和声誉以及机

构识别的顶尖刊物，这是典型的研究导向，大学要提
升位次也因此主要靠这种研究和出版。即使排名考虑
到教学，但为了比较或者绩效政策也主要采用总结性
评估而不会考虑形成性评估， 更不会考虑环境条件。
③商品化与市场竞争有关， 标准化有助于商品化，商
品化使得知识产品失去内在价值而获得市场价值，教
室里的各种教学虽然有内在价值但排名机构没有市

场手段来评估，所以评估教师工作就主要是看研究生
产力。 ④标准化和商品化有助于同质化的价值观渗
透，目前绝大多数大学排行榜都强调教师的研究生产
力，出版影响和引用率，特别是用英语发表的作品更
重要，原因是用英语发表的作品国际同行引用率会更
高，从而有助于提升排名。如 2017年的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学前 100名排名中， 美国占 41所， 英国占
12 所，德国 9 所，中国 2 所，日本 2 所，法国 1 所，一
大半的大学都属于英语国家或者曾经被英国殖民过

的国家。 由此，大学必须前瞻性地考虑大学的社会责
任究竟是什么、应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对卓越（包
括公共利益）的追求［4］。

二、世界一流大学排行评估的方法论缺陷
当前的各种学科或者学校整体的学术评估结果，

尽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学科实力乃至办学水

平，但由于排名方法论的不同，同一所高校在各类排
名中的结果并不具有一致性，甚至出现排名结果存在
很大矛盾［5］。 大多数全球大学排名都受到了方法论不
可靠的批评，这些排名缺乏它们声称要服务于客户挑
选大学的全面信息，它们过于注重英语语言出版物并
依靠定量指标来对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它们认为学术
同行能没有偏见地通过特定学科知识领域的研究和

出版来判断出大学整体的声誉和绩效［6］。 大学排名的
合法性的确值得反思，一个广泛认同的批评是大学排
名顺序会产生“虚假的精确度”，因此大学排名应该更
多被看做“噪声”而不是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排名标
准的调整就会导致位次的变化，任何一个排名都是一
个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观价值判断，排名中选择的测
量手段暗含了对质量的武断界定。即使是判断大学声
誉的标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声誉主要来自于资
源，就算学术声誉反映质量特征，评价者也没有足够
权威知识来判断那么多大学的质量，他们真正熟悉和
了解的大学数量十分有限，更别说判断质量了［7］。
因此，正如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所作

的分析，大学排行评估方法论存在明显缺陷 ［8］。 这些
缺陷包括：①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缺失教学评估指
标。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认识到了教学的重要性，也
设置了若干测量质量的指标［8］，如声誉、师生比、教师
博士学位数等，但问题是这些指标并不足以测量质量
本身。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正在做一些测量学生学习
结果的努力， 在 13 个国家的工程和经济学科测量学
生的学习结果。 ②研究支配了排名，现在的排名基本
上是用各种方式来测量研究生产力。这也是最容易测
量且可以比较的大学产品如各种研究基金、 出版、诺
贝尔奖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指标变量设
计，目前也许是相对较为准确的一个科研测量，不过
权重上依然过于重视理工科而相对忽略社会科学特

别是人文学科。③声誉评估的效度有疑问，如英国 QS
声誉调查 40%来自学界，10%来自雇主； 泰晤士高等
教育排名，64%的调查来自北美和欧洲。不过，谁真正
有这能力和学科知识基础能对数量众多的世界大学

的研究声誉进行排名呢？ 至于教学和服务的声誉排
名，那就更没办法了。④排名创设了中心与边缘，大学
和学术体系中排名靠前的都是英语语言国家如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它们基于历史原因有更好
的能力和资金吸引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它们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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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学术自由传统以及竞争文化，它们有更多的英文
信息数据库和非正式联系网络。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
果有足够多的资源和更周密的规划，大学相对容易冲
入世界一流行列，比如中国的大学就在逐渐从边缘走
向中心。
三、回归世界一流大学排行的学术品质导向
从大学排行的功能看，目标导向至关重要。 世界

大学评估排行应对大学实现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价值
观及对卓越的追求，起到引领作用。在评估中，需要思
考的是评估排行的共同基石而不是去压制大学使命

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及个性特色发展，从而不至于使
大学在学科和专业发展方面左右折腾而浪费有限的

人财物等资源，影响大学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要重新思考、清晰界定大学的战略目标比较困

难。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
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合
大学和学院的目的，更不必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
统的目的了。 很久以来，庞大的学术机构至多也只有
宣而不明的目标。 这种目标的含糊性在 20世纪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 以至想澄清目标的人不由得望而生
畏。他还举例说，在英国，敏锐的观察家们尽管想忠于
现实，但却不得不使用“消除无知”这类含糊的表达来
解释高等教育系统的任务；在美国，几十年来，实用主
义观察家只能说“教学、研究和服务”目的三位一体，
而给教学内容、研究内容和应用服务内容留有无限的
余地；在瑞典，“U68”全国委员会提出了诸如“民主”
“个性发展”“社会变革”之类的目标；日本、加拿大、法
国和德国似乎无一国确定了更为清晰的目标 ［9］18-19。
对此，伯顿·克拉克认为：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
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
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
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
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促使控
制权分散；最后，目的必然是模糊的，广义概括的目标
可以使基层操作部门具体目标合法化［9］25。 这里，我们
看到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目的三位一体仅仅是各研
究型大学的共性目标， 但伯顿·克拉克所言的大学职
能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学科

专业却并非各大学的共性。
目前的世界大学综合排行的方法论，正是依据大

学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目标这个共性而
对研究型大学有了比较的一个基础。对其他大学类型
而言则不具备这个共性基础。如美国阿默斯特和斯沃
斯莫尔文理学院，他们的本科生教育声誉和质量超过

了很多常春藤大学，但由于机构类型不同，这些大学
往往不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0］。 另外，现实中各大学
的实际学科专业在数量和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太大，进
而各大学的科研任务和社会服务目标差异也相差悬

殊，大学排行依然会出现难以比较的方法论缺陷。 因
为这个差异，偏文科类、偏文理综合类、偏理工类的大
学，按照现行的评估排行方法论，即使仅仅依据相对
客观的文献计量学去统计各大学的科研，无论总数还
是平均数抑或高引用率都难以客观反映各大学的真

正办学水平。这个难以比较的大学评估综合排行导向
结果是，很多大学为了提升自己的排名位次，应用了
“学科优质率”概念，意思是“优质部分数量（分子）与
总量（分母）的比率。大学学科优质率就是一所大学的
优质学科（高水平学科）数量与学校学科总量的比率，
一所大学的学科优质率越高，证明学校学科整体水平
越强。 提高学科优质率，就需要在增加优质学科数量
的同时减少总学科数，或者是优质学科数量增加速度
高于学科总量增长速度”［11］。应该说，用这个概念来审
视大学的整体学科优秀程度很有价值，问题是提高学
科优质率的策略逻辑有待商榷，增加优质学科数量是
大学追求的目标，但减少总学科数似乎就有仅仅为了
排名而置某些已办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新兴学科于不

顾进而砍掉的消极后果。 同时国内现实是，由于现行
大学排行偏重文理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很多偏理
工的大学在努力发展文科类专业学院，而偏文科类的
大学在努力发展理工类专业学院，而偏文理综合性的
大学则在努力发展医学院。这在排名需求和社会需求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伦理逻辑悖论。
从教育目的而言，全球大学之间可以真正进行比

较的评估排名方法论是大学的学术品质。理解大学的
学术品质含义，可以依据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大学的
学术品质，意味着大学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活动
围绕学术而展开。诚如伯顿·克拉克所言，知识是学术
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 教学、科研和
服务三位一体目的，尽管历经了不同发展阶段，但不
可否认的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教学也是一种师生
之间的学术文化互动，至于社会服务更是学术研究和
教学学术的社会实践应用。第二，大学的学术品质，是
大学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综合性素质要求。大学是
全体师生的组织集合体，只有大学组织集体具有一定
的综合性素质要求， 才能履行好大学的三种职能活
动。 换言之，大学的学术品质要从三大职能实践活动
中得到彰显和证明。 这种素质彰显和证明，一方面表
现为目前大学评估排行中并未全面体现出的绩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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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目前大学评估排行中基本未全
面体现出的核心竞争力指标，另外还表现为目前大学
评估排行中基本未体现出来的质量保障指标。无论如
何，我们固然可以依据大学职能把大学的学术品质分
为教学学术品质、 科研学术品质和社会服务学术品
质， 但这种分类属于依据活动任务与目的差异的分
类，因为教学活动、科研活动或者社会服务活动中可
能体现了大学组织很多相同的学术品质 （素质）。 第
三，依据中外大学促进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性教
育目的，以及世界一流大学是全校师生包括管理者共
同努力的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的学术品质主要包含 3
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它们分别是：①大学的学术伦理
道德品质，根据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主要表现为师生
在三大职能活动中积极践行示范学术伦理道德、遵守
学术伦理道德、违背学术伦理道德甚至法律底线三种
不同层次的素质，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学术伦
理道德的积极践行示范者。 2016年 2月 25日宁波市
教育局和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宁波市高校办学绩效评
价办法（试行）》，其中在一级指标里对于“严重影响高
校发展和声誉事件”设置了 10分扣分项目，就是包含
着这方面的学术伦理道德品质评价；②大学的学术智
能品质，根据大学核心竞争力和教师绩效理论，学术
智能品质主要是师生在三大职能活动中体现出的竞

争性教学能力素养、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素养。 教学
能力素养主要体现为教师来源和教学考核的竞争性、
学生入学标准的竞争性以及就业竞争能力等方面，主
要有国际竞争、国内高竞争、国内中度竞争、国内弱竞
争四个基本能力层级；关于科研能力品质，主要有教
师获取各种科研项目的竞争能力和科研成果的先进

性，借鉴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其国内高校科研
成果评估标准，科研成果的创新性、重要性和精确性
有国际领先、国际较高、国际认可、国内认可、国内不
认可五种能力层次；关于社会服务能力品质，主要有
教师的学术兼职与社会服务效果、学生的社会服务项
目及能力等，主要有国际认可、国内认可、不认可三个
基本能力层级。 ③大学的学术健康保障品质，分为大
学外部质量保障品质和内部质量保障品质。借鉴企业
价值链管理理论，按照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
等教育基本价值链和管理活动辅助价值链的分类，大
学的学术健康保障品质直接表现国家与大学为师生

提供的政策制度、信息、收入、物质条件等服务的辅助
价值链管理能力，最终表现为师生满意度，评估标准
上可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
等 5个基本层次。

四、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任何反映大学或个人学术品质的绩效工作，一定

是数量与质量的混合体。问题在于依赖数理统计的定
量化学术评估机制和依赖专家智慧或者学术同行判

断的定性化学术质量评估机制各有其作用和适用范

围， 前者更适用于基本办学条件和工作任务量评估，
后者更适用于提升学术品质评估，这也是学术界批评
过于依赖定量化评估但始终无法摒弃的原因。 事实
上， 美国的顶尖大学都很重视教学质量的定性评估。
其评估方式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全覆盖面的评价，
同行之间的评估、高级职员对低级职员的评估、学生
对教师的评估，等等。这种评估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其
结果会对教师的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
重的影响。 评估通常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有时
也采取记名但绝对保密（受法律保障，泄密要负法律
责任）的调查方式［12］。 美国的顶尖大学关于教学质量
的评估，不仅要看教学大纲、学生作业、学生评价，还
要看同事和系主任对课堂教学的观察和评论等［13］。
以创建于 1861 年的公立伯克利大学和 1869 年

的私立麻省理工学院为例，两校在声誉和产出方面都
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它们的领导体制都是董事会
制。伯克利大学有 14个学院 130个系和 80个研究机
构，学科领域涉及到了除医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麻省
理工有 5个学院 30个系和近 300个研究中心， 虽然
覆盖学科领域广泛，但在法学、医学、教育以及公共健
康方面并不活跃。 在资金方面，麻省理工学院比伯克
利大学更富裕，尽管伯克利大学从州政府那里获得了
学校总收入 12%的经费，但 2012 年伯克利大学只获
得了 30个亿的捐款， 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上百亿
捐款。 从师资情况来看， 同年， 伯克利大学有教师
1736 人，31%来自国外， 麻省理工学院 1806 个教师
中仅有 7%来自国外。 从学生数量看， 伯克利 32910
个学生，本科生占 60%，国外留学生占 13%，而麻省
理工 10220 个学生中外国留学生占 30%， 研究生占
60%。 从学术质量的评估机制来看，不管是研究中心
还是系部或者学院， 两校每 6～7 年就要进行自我评
估一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上的成就都必须详细
列出。 学校评估时间，一般是从 9 月持续到来年的 5
月，全体教授至少要花 3个月时间阅读各种报告并撰
写评估报告，这些报告要交由各级学术委员会修正并
最终由校长做出对奖惩决策。 定量指标除了出版物，
还包括研究应用率和教学方面的学生满意度调查问

卷报告。 但是在评估教师的质量标准上，定量标准通
常不会起主要作用。 基于期刊标准的定量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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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硬科学上考虑得的较多，但即使这样，堆积如
山的出版物也不意味着会获得学术质量的声誉。学术
品质主要以大学的定性评估机制为主导，而起主导作
用的定性指标，通常包括在学术界的位置，在学术团
体中的知名度，奖励和荣誉，研究题目包含的前沿领
域以及采用的方法论等， 这都指标对人文社科而言，
意味着要经过教师们的多次讨论和学术交流，以判断
在该领域是否开创性工作［14］。 不论什么性质的学科，
其影响力一定是体现在教学、 科研与社会服务中，体
现在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上。正是高质量的学术
品质，确立了美国高等教育全球领先的地位，国际留
学生的增长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庭 （Neil Rudenstine） 曾指

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有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高
水平的教师，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以及充足的办学经
费等，这是其共性的一面。同时，每个一流大学也都有
自己的特色。建设一流大学是为了适应本国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现在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都为
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实际上，正是这
些社会需求，促使这些大学成了世界一流大学。 在国
家提出 “双一流”建设的大好机遇面前，一流大学建
设首先应当为国家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包括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否则，我们建设一流大学
就失去了社会基础，会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 一流学
科的建设，则既要瞄准世界前沿的学科，争取有所突
破，又要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加强对能源、环境、水
资源等传统学科的研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快
速发展过程中、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所急需的。因此，一
流大学建设，不能完全按照在 Nature、Science 上发表
多少文章，作为其是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衡量
标准。如果能坚持主要以大学的定性评估机制为主导
来推进学术品质建设，而不是盲目追求“学术 GDP”，
大学就会在推进学校整体或学科建设中清楚地看到

自身的质量进展和在世界一流大学丛林中的位置。
（刘承波，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

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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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Yang Zhao Wen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study conducts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20
university teachers, utilizing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o build a conceptual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 indirectly influence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by affecting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s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by affecting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The research also approves that behavior outcome expectations, human
capital, reference group, social networks and conflict factors are antecedent variables. Situational factor i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between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and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Key words: teachers in research university;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fluence factor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Model of Teachers’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Liu Chengbo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 Beijing 100816）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the ranking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ence of methodological deficiencies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y assessment, academic quality is the common cornerstone to establish world -class university
assessment of the of the rankings should be realized ,and academic quality should be the orientation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y rank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construct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external
oper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is easier to achieve, however, improving academic
quality is the university’s long-term pursuit. Th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quality assessment helps universities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ir quality progress and position in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jungles in advancing the
school’s overall or discipline.

Key words: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world-class university ranking; academic quality assessment

The Enlightenment of Academic Quality Evalua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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